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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學應用數學系成立於民國 76 年，由我接下首任系主任的工作。那時中山大學是一

所成立才 7 年，知名度有限，卻力爭上游的新大學，一心希望能早日跟國內其他歷史悠久

的大學相匹比。 

 

獨具慧眼 

        自應數系成立以後，我們就一直很努力地洽尋優秀的教師。海納百川故能成其大，各

方人才都是我們爭取的對象。至民國 81 年，便有兩位教師是來自香港。 

        82 年春天，那是我擔任系主任的最後一學期。當年教職申請案中，有一位李子才先

生，很引人注意。他畢業於大陸清華大學，四十餘歲才至加拿大多倫多大學深造，並於 75

年拿到博士學位。然後便留在加拿大教書，那時已是該校的副教授，且有加拿大護照。他

的著作很多，主要是科學計算，當時這在國內數學界中，算是具前瞻性的研究領域。由於

我們前一年聘了 1 位科學計算方面的年輕教師，覺得若能再有李先生加入，對這個領域的

發展應有很大的幫助。 

        我們準備向國科會申請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的補助，李先生希望能以客座教授聘他，而

國科會審查的結果也非常符合他的期待。於是李先生在當年 8 月來到中山大學，擔任客座

教授 1 年後，改受聘為專任教師，十幾年來弦歌不輟，讓所有學子如沐春風。 

        李先生雖於 98 年即將年滿 70 歲屆齡退休，但他皓首窮經，研究從不停歇，在影像轉

換方面的鑽研，有極其獨步的成果。自 95 年以來，尚發表了二十餘篇論文，97 年還出版

第 4 本英文專書。國科會當年顯然做了一個正確的決定。 

 

從善如流 

        民國 83 年，我獲知具「大陸人士」身分的學者白志東先生有意來台，當時他在美國

賓州天普大學統計系擔任副教授，我便主動與他聯絡。白先生在文革時曾下放到新疆 10

年，其後才就讀研究所。大陸於 1982 年開始頒發國家博士，第 1 批有 18 位（又稱十八羅



漢），他是其中之一。後來他被邀請至美國訪問，並留了下來。那個年代持大陸護照的學

者，要在台灣長期研究或講學是很困難的，但我們卻很順利地向國科會申請到以客座教授

的待遇聘請白先生。  

        白先生除學問頂尖外，還樂於助人。自他來到中山大學後，近悅遠來，除中山應數系

的師生受惠外，也經常有國內外各地的統計學者前來與他討論或請益。 

        白先生待滿 3 年後，於民國 86 年 8 月轉赴新加坡大學任教，至今他差不多每年都會

來高雄一趟。97 年 7 月，新加坡大學為慶祝他的 65 歲生日，還特別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。

雖然長江後浪推前浪，白先生的研究能量仍然相當旺盛，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的論文篇數

及被引用次數都有很好的表現。 

 

化解燃眉之急 

        由於國科會的補助，使得中山大學應用數學系在科學計算及統計學這兩個領域的研究

於短時間內即有極亮眼的表現。民國 84 年，我們又希望聘請年輕的朱緒鼎先生為專任教

授。朱先生在大陸念完大學及研究所，79 年在加拿大完成博士學位，然後在加拿大及德國

擔任一段時間的博士後研究，專長是組合數學，那時他也擁有加拿大護照。雖畢業未久，

但已可看出研究潛力。  

        遺憾的是，雖然這個案子已通過系教評會的審核，但未獲校教評會支持。一向只愛沈

浸於研究天地的朱先生，帶著妻小，懷抱憧憬地踏上他們從未探訪過的寶島台灣，才獲知

此晴天霹靂的消息。   當時的系主任只好求助於國科會，趕緊申請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的補

助。雖然這類案子對於提出申請的時間都有明確的規定，但在國內數學界同仁惜才，及國

科會的鼎力協助下，該申請案還是以最快速度獲得通過，為中山應數系解決了燃眉之急。 

        次年 7 月，中山大學新人新氣象，校教評會也順利通過朱先生的聘任。從此，朱先生

在中山大學開拓組合數學這個領域。他博學通覽，十餘年下來，在中山大學建立起一研究

群，世界各地慕名而來的研究人員絡繹不絕，可謂大師級的學者。 

        不僅如此，朱先生還榮獲國科會 95 年度「傑出研究獎」，不但在數學學門獨占鰲頭，

也是中山大學唯一獲獎者。若無朱先生，將使中山大學的光芒失色不少。 

 

從零到無限大 

        成立二十餘年來，中山應數系雖然專任教師不多，但在研究方面，卻能在國內大學校

院的數學系所中名列前矛，且能在國際數學界占有一席之地。吃果子拜樹頭，若沒有秉持

學術至上的國科會，多次適時伸出援手，是無法讓上述 3 位一流學者順利來到中山大學作

育英才的。  

        國科會除了若干行政人員，專業的工作都是由學術界同仁兼任，但一切卻能井然有序

地運轉，並長期帶動國內科學的發展。時值國科會成立屆滿 50 周年，我雖仍有很多感想，

尤其我自民國 89 年離開中山大學，來到新設立的高雄大學，亦持續受惠於國科會之助，

但限於篇幅，就僅舉出以上幾件，對國科會而言可能是小事，但對一個學系的發展，卻是

影響深遠的事蹟。 


